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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世紀上半葉澳門社會的發展與
轉折

婁勝華*

一、導言

在人類歷史上，20世紀上半葉是革命與戰爭的年代，也是世界歷

史波瀾壯闊的時期。在半個世紀期間，風起雲湧的工農運動與民族解

放運動席捲全球，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給人類帶來了無法估量的劫

難，世界秩序與人類文明因此而遭受了空前的沖擊。

置身於革命與戰爭年代的澳門，自然難以獨善其身。實際上，從

政治地位看，澳門作為一個葡萄牙管治下的東方殖民地，其宗主國那

些年所經歷的由民主革命走向獨裁統治的每一個政治細節無不影響到

澳門的管治安排，而通過里斯本，澳門又與東、西方的多種政治勢力

之間發生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與糾葛。

從地緣上看，地處南海之濱的澳門，與內地陸地相連，與香港隔

海相望，內地與香港的政局變化不時牽動著澳門的政治神經。而20世

紀上半葉中國適逢“千年未有之變局”，神州大地上連續爆發了史無

前例的兩場革命與兩次戰爭。一場革命是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

革命，那是中國歷史上首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推翻了延續幾千年

的帝制統治，建立起共和政體為——中華民國。另一場革命則是毛澤

東領導的共產主義革命，此次以農民為主體的革命取得成功，中國共

產黨成功取代中國國民黨執掌大陸政權，建立起中華人民共和國。而

在戰爭方面，既有中國內部不同政治勢力之間爭奪政權的戰爭，也有

抗擊外來侵略者的殊死戰爭。前者包括武昌起義後革命軍與清軍之間

的戰爭、國民革命軍的北伐戰爭、新舊軍閥之間的混戰、中共領導的

工農武裝與國民黨軍隊之間的戰爭，其中，以國共兩大政治力量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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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較量與戰爭影響至為深遠，不但導致內地政權易手，更重要的是，

直接影響了中國社會的走向；後者則是面對日本軍國主義瘋狂入侵中

國，國共兩黨摒棄前嫌聯手抵抗，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起，經過

前後14年的殊死抵抗，並得到了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最終擊敗

不可一世的日本軍國主義，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全面勝利。

其間，儘管澳門跟隨其宗主國葡萄牙宣佈為“中立”地區，但

是，在周圍炮火紛飛的環境中，澳門的“中立”地位可以使其某種程

度上免受炮火的直接侵襲，卻無法保證其免受戰爭的影響。

事實上，20世紀上半葉的澳門處於各種外部關係的交叉點上，國

際範圍內的革命與戰爭形勢，尤其是葡萄牙與中國的每一次政局波動

無不深刻影響著澳門。客觀地看，在某種程度上，正因為澳門所獨具

的特殊管治環境，中國內地的政治反對力量往往選擇澳門作為其革命

運籌與藏身之地，換句話說，澳門聚集與投射了諸多外部政治力量之

間的矛盾與衝突，這些複雜的外部因素牽制並 形塑了20世紀上半葉澳

門的內部社會形態，從政制變革到日常生活。

二、政府管治：“自治”與集權

1910年，葡萄牙迎來了新時代。當年10月，里斯本爆發民主革

命，王室被廢除，共和體制取代君主體制，葡萄牙共和國成立了。葡

國政局變化對澳門的影響並非僅僅體現在澳門的某街道被以共和相關

的事件命名了，而是澳門的政治地位與管治方式都發生了變化。

雖然在葡萄牙新憲法中，澳門作為其海外“領土”的地位未有改

變，但是，自1914年起，葡萄牙開始為海外殖民地制定專門的組織

法，此舉意味著自19世紀末葡國提出的海外殖民地管理“自治”進程

得以加速。1917年，根據葡萄牙海外省組織法而制訂的《澳門省組織

章程》頒佈實施。 1 按照該章程，澳門首次獲得行政與財政自主權，且

有屬於地區本身的機構，即澳門總督與政務委員會。所以，該章程的

1. 吳志良：《澳門政制》，澳門，澳門基金會，1995年，有關1917-1976年期間澳門地區

政治行政組織章程變化可參見該書第50-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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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佈被視作是葡萄牙中央政府在“新殖民”思想指導下推行海外殖民

地自治“實驗”的產物。

此後，在1920年葡國修憲及修訂其海外省民政組織、財政組織法

律與調整1917年通過的各組織章程過程中，包括澳門在內的海外殖民

地自治權得到尊重，澳門地區的政治、行政、司法等組織架構亦逐步

建立。

然而，葡萄牙政局的動盪多變導致其海外政策的左右搖擺。1926
年，右翼勢力發動政變，建立第二共和國，葡國政局開始右轉，中央

集權得到加強。當年通過的殖民地組織綱要等法律，強化中央政府對

各殖民地的權力，尤其是突出了殖民地部的地位與作用，隨後頒行的

《澳門殖民地組織章程》體現了中央集權的思想。至1930年，薩拉

查（António Oliveira Salazar）出任殖民地部長後，更通過《殖民地

條例》，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減少各殖民地“自治權”。而在薩拉

查成為葡萄牙新首相之後，更是提出了“新國家”、“新秩序”的理

念，強調本土與殖民地帝國的道德、政治和經濟聯繫和統一，削減殖

民地自治權，實行獨裁與集權統治。在涉及海外殖民地管理方面，不

再為單一殖民地制定組織章程，而是制訂統一的殖民帝國組織章程，

以體現葡萄牙殖民帝國的一體性。為此，1933年，先後公佈了《葡萄

牙殖民帝國組織章程》與《海外行政改革法》。自此，澳門的管治就

是按照上述兩部法律進行的，直至1955年頒行新的組織章程。

可見，1911年至1949年間，葡萄牙對澳門的管治經歷了從民主革

命勝利後的“自治”向薩拉查獨裁統治確立後的集權轉化。集權管治

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葡萄牙中央政府對澳門的集權，即葡國中

央政府通過其殖民地擁有對澳門事務的絕對主導權，殖民地部長代表

中央政府對澳門殖民地行使除議會保留立法權之外的所有權力，儼然

“總督的總督”；另一方面，在澳門內部，建立起以總督為中心的集

權體制。代表葡萄牙中央政府利益的澳葡總督職權則不斷膨脹，與此

相反，“協同總督運作”的政務委員會職權則日益萎縮，至1933年，

更淪為一個純粹的“諮詢機構”，其對總督權力幾乎沒有制約，形成

總督權力獨大的格局。事實上，此一安排同樣反映出葡萄牙中央集權

趨勢，因為加強總督的職權，其主要目的仍然是為了更好地保障葡萄

牙中央利益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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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濟民生：賑難與“繁榮”

人口是社會經濟活動的基礎，也是影響社會經濟活動的基本因

素。對於20世紀上半葉的澳門來說，人口的劇烈變動導致經濟活動的

異常表現。具體地說，周邊地區的連綿戰爭引發難民蜂湧入澳，導致

當時澳門社會的經濟民生發展出現重大變化。

從1910至1949年期間澳門人口的變動情況看，1910年時，澳門

人口為74866人，其後10多年，人口總數一直徘徊在七、八萬左右。

至1924年，因廣州發生商團叛亂，民眾湧入澳門，導致澳門人口激增

至193175人。不過，隨著叛亂的平息，居民回流，澳門人口回落。至

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前的1936年，澳門人口約為12萬。之後，隨著戰爭

爆發及戰事向南擴展，大量難民流落澳門，澳門人口在1939年時升至

245194人，1940年更高達374737人，是戰前人口的三倍多。2

人口的暴增，尤其是難民的到來，使澳門原本正常的生活秩序被

打亂，澳門的經濟民生開始轉入“戰時”狀態。其中，基本生活品供

應開始出現嚴重短缺，尤其是糧食供給。眾所周知，澳門是一個海島

型的港口城市，地形並不適合農耕業，因此，長期以來，澳門的糧

食、蔬菜等生活必需品主要由大陸供應。正常情況下，來自毗鄰地區

香山（中山）等地的糧食是足以應付澳門日常所需的。而在戰時，一

方面，澳門難民激增，對糧食的需求量劇增；另一方面，周邊地區為

日本佔領後，交通受阻，縱然購到糧食，也無法運入澳門。由此引發

了澳門歷史上最為嚴重的糧食危機與大饑荒。從1940年至1944年，澳

門先後出現三次嚴重饑荒。特別是1941年底香港淪陷至1945年8月日

軍戰敗期間，更因為糧價昂貴、饑民遍地、貧病死亡者眾多而被稱為

澳門歷史上的“風潮時期”。

面對湧入澳門的大量難民以及隨之而來的糧食短缺，澳葡政府與

社會各界發動及投入到賑難運動之中。澳葡政府方面先後推出多項措

施，包括派代表前往外地尋找糧源，成立物品統制委員會管制糧食、

燃料等，限制商人囤積糧食，設立貨倉及米站，分區域按戶發放米糧

2. 古萬年、戴敏麗：《澳門及人口演變五百年（1500-2000）——人口、社會及經濟探討

及附表》，澳門，澳門統計暨普查司，1998年，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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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實行憑券定量供應。而在難民賑濟方面，政府設立難民營，收留

難民，並撥地讓難民自行耕種。撥款交同善堂、婦女會等民間社團面

向難民辦理施粥等賑濟活動。成立由中華總商會等多個華人社團領袖

參加的協助流澳難民回鄉的委員會，疏散難民，減輕糧食消費壓力。

在民間社團方面，鏡湖醫院、同善堂等傳統慈善社團在難民收留、賑

濟、醫療等方面承擔著大量的工作。而中華總商會、教育會、婦女

會，以及多個社團聯合成立的“各界救災會”、“四界救災會”等多

次發起形式多樣的籌款、賑濟、救災等活動，為緩解難民生存危機發

揮重要作用。

應當承認，戰爭引起的難民湧入使澳門面臨著嚴重的社會危機，

為賑濟難民，社會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戰爭

也使當時維持“中立”地位未經炮火直接襲擾的澳門面臨著發展機

遇，在湧入澳門地區的難民中，部份經濟富裕的“難民”也為澳門經

濟發展注入新的“動力”。事實上，在周邊地區戰事不斷而澳門“中

立”期間，澳門某些行業確實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畸形“繁榮”。

與貧困潦倒的難民不同，一些殷商巨富逃難到澳門之後，給澳門

帶來了“財富”，也帶動了澳門消費業的發展。旅店業是直接受惠的

行業之一。資料顯示，1939年時，澳門的旅店數量及住客人次較兩年

前大幅增長了一倍。為滿足越來越多的顧客住宿需求，當時澳門著名

的中央酒店還進行了擴建。新馬路與福隆新街附近的中、小型酒店紛

紛開張，熱鬧一時。

同樣，金融業也是受惠行業。一方面，一些原本在內地經營的銀

號與金鋪因戰爭而轉移至澳門繼續經營；另一方面，雖然當時澳門市

場流通多種貨幣，但是，不同幣值之間的價值起伏較大，外來者往往

願意將其攜帶的貨幣兌換成澳門當地流通價值更大的貨幣，此外，一

些難民們出於度日之需而將隨身攜帶的金銀兌換成銀元，正是在這種

貨幣兌換需求的推動下，以經營兌換生意的銀號、錢莊繁榮起來。香

港淪陷後，一些原本在港經營的銀號遷到澳門，加上大量的黃金、白

銀與外幣也流入澳門，導致澳門的金融業進入蓬勃發展時期。到1944
年底，澳門有300多家銀號、錢莊及兌換店，經營十分暢旺。所以，抗

戰時期也是澳門金融業發展的“黃金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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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酒店餐飲業及金融業一起“繁榮”的還有被稱為“偏門”的特

殊行業，包括博彩業、鴉片業、娼妓業、走私業等。

合法化的博彩行業在澳門行之經年。早在1847年，葡萄牙宣佈博

彩活動在澳門屬合法。此後，博彩業開始在澳門經濟發展中扮演重要

角色，但是，由於缺乏整體規劃和管理，博彩業處於各自經營、自由

競爭狀態，博彩規模受到限制。直到1912年，澳葡政府首次對博彩業

中的“番攤”經營引入全面性招商開投，包稅經營。之後，逐漸引入

到其它博彩品種，如白鴿票、闈姓等。至1930年代，澳葡政府全面推

行博彩專營政策，即以暗標競投和價高者得形式公開招標，批出賭場

專營權，由此形成澳門博彩業壟斷經營的格局。此間，澳門賭權兩度

易手，先是由盧九家族、範潔朋和霍芝庭等來自省港澳商人組成的豪

興公司取得了澳門首個賭場專營權合約。

1937年，由港澳富商高可甯、傅老榕組成的泰興娛樂總公司以每

年承諾繳稅180萬元的條件取得了澳門的賭場專營權，從此，賭稅成為

澳葡政府的重要財政收入來源。與此同時，泰興公司引入更加多元化

的旅遊博彩項目，又以嶄新的促銷手法吸引外來的客人，加上周邊地

區戰事紛起，大量難民湧入澳門，部份富裕“難民”也成為賭場消費

客，從而令博彩業在戰時出現非正常的“繁榮”景象，澳門由此發展

成為名聞遐邇的“賭城”。

伴隨著賭博業的發展，典當業、娼妓業、鴉片煙業等行業也得到

相應發展空間。當押業是博彩業的伴生行業，澳門的賭場周圍街道，

押鋪密佈，其中，大型押鋪，稱“按”；小型押鋪，叫“押”。據不

完全統計，在1940年前後，澳門有大押或按14家，押20餘家，收買回

料店50多家。這些押鋪以按期之長短抽利。在博彩業的帶動下，典當

生意十分興旺。

長期以來，澳門是遠東地區鴉片貿易與轉運的中心。同時，也是

合法進行鴉片加工製作與消費的地區。澳門不但設有貯存鴉片的“洋

藥貨棧”，而且開設了生產鴉片煙膏的加工廠。澳葡政府也設立專門

的鴉片管理機構，負責鴉片的開標承投等專營事宜。鴉片承投所獲稅

收也是澳葡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最高時，約佔到財政收入

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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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20世紀之後，因受到歐洲國家及國聯的壓力，葡萄牙政府分

別於1926年及1931年簽署限制與規範鴉片貿易的協定。澳葡政府亦於

1927年與1931年先後針對本土鴉片行業管理頒行了兩項措施。一項

是停止原來鴉片由政府招標、私商承充的經營方式而改行政府自身專

營，禁止私買私賣。另一項則是撤銷鴉片專理局，職權交由經濟局稽

查員負責。可見，上述兩項措施並非是完全禁止鴉片經營，只是改變

鴉片經營方式，禁止私商出口外銷鴉片。實際上，直到1946年之前，

在澳門經營鴉片生意仍然是合法的，尤其是本地的鴉片銷售與吸食。

而其時，周邊地區的香港、內地，早已禁絕鴉片煙。因此，澳門作為

鴉片煙的“孤島”而成為周圍地區吸食者的“天堂”。據統計，在20
世紀二、三十年代，澳門公開買賣鴉片煙的商店有80餘家，提供吸食

鴉片煙的煙館多達50餘個，每間煙館煙桌多則三、四十張，少則十餘

張，總數計有千餘張。3 故而，以煙館林立、生意興隆來形容當時之情

景實不為過。

1946年5月，澳葡政府正式頒令，取消與封閉全部煙館，吸毒、販

毒者將被予以嚴厲刑事處分。至此，澳門的鴉片貯存、轉運與消費活

動被禁止，煙館被取締，煙具被銷毀，販賣、吸食者獲刑，遠東地區

最後一個鴉片合法化地區，最終難逃關閉的命運。

與博彩業、鴉片業一起“繁榮”的另一特殊行業是娼妓業。民國

時期，內地雖然未有完全取消娼妓制度，但是，自1928年之後，政策

取向是規範公娼、打擊私娼，而香港也於1935年6月禁止妓院營業。

相比之下，在同一時期的澳門，娼妓業卻是公開合法的。因此，吸引

了眾多內地及香港尋芳客來澳“消費”。而在戰時，作為非戰區的澳

門，更一度成為享樂者趨之若鶩的“天堂”，娼妓業愈加興盛。據有

關資料介紹，其時，澳門的娼妓業大致可分三類 4 ：第一類是被稱作

“大寨”的高級妓院，主要集中在福隆新街、怡安街一帶，約有60-70
餘家。每家有妓女20人，少則6-7人，共計1000餘人。第二類被稱為

“二寨”，集中在通商街一帶，共30餘家。每家有妓女10餘人，共計

3. 芮立平：“民國時期澳門的社會經濟”，《黨史研究與教學》1999年第6期，第53頁。

4. 芮立平：“民國時期澳門的社會經濟”，《黨史研究與教學》1999年第6期，第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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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餘人。第三類稱“三寨”，屬下等妓院，主要分佈於草堆街附近的

騎樓街、聚龍里，妓女的人數時多時少。

澳門特殊的地理位置與管治狀態，素為走私商人所親睞。不同形

式、不同物品的走私活動從未停止過，包括軍火在內的大量物資通過

澳門在周邊地區之間進行轉送，其中，戰後一段時間內，澳門因成為

國際黃金走私的重要通道而名噪一時。其時，中國大陸因爆發內戰，

嚴重的通貨膨脹導致對黃金的需求量大增，而香港則對黃金進口管

制，相反，澳門因不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員，金價不受該組織訂定

的黃金國際公價之限制，由此，澳門立刻成為國際黃金走私的中轉

站，黃金走私生意也成為澳門經濟的重要支撐。5 來自南非、英國、馬

尼拉等地的黃金經澳門偷運至大陸等地。戰後早期，澳門黃金走私被

五福堂壟斷和操縱，還有泰興娛樂公司的一家分號。而1948年後，則

主要由澳葡政府經濟局局長羅保、商人何賢、鍾子光等組成的恒昌公

司經營。其時，每年澳門的黃金生意可達到數千萬元，澳門儼然成為

“遠東金城”。

由上可見，20世紀上半葉的澳門社會經濟處於兩極爭扎之中，

一極是包括博彩業、鴉片業、娼妓業、走私業在內的特殊行業非正常

“繁榮”，另一極則是戰亂引起難民急增，封鎖導致糧食危機，政府

與民間賑災乏力，饑民貧累而亡者不計其數的淒慘情境。紙醉金迷與

餓殍遍地並存的“奇幻”景象恰是澳門作為資源缺乏的消費型城市，

在週邊惡劣的戰爭環境下，爭扎圖存的歷史事實。

四、文化教育：發展與奠基

20世紀上半葉是澳門文化教育曲折發展的特殊時期。以中日戰爭

爆發為界，之前，屬澳門現代文教事業的初創期；之後，澳門文教事

業進行較快發展時期，並為日後文教發展奠定了人才基礎。

進入20世紀後，現代文教開始在澳門發展，尤其是華人教育方

面，儘管舊式私塾並未完全絕跡，但是，新式的學校教育逐漸興辦起

5.“Richard Louis Edmonds, Macau”，轉引自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

年史》第五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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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至1930年代，澳門已先後開辦培基小學、孔教學校等多所學校，

提供中文、英文、數學等科目的教學。與此同時，一向重視興辦教育

事業的天主教會也開辦聖若瑟學校（1932年）與聖羅撒中學（1933
年）等。雖然在民間力量的推動下，澳門教育有所發展，然而，由於

作為殖民政府的澳葡當局在教育投入與規劃方面較少作為，除了少數

官校（利宵中學和商業學校）外，基本上放任自流，因此，其時澳門

教育的發展受到限制。

中日戰爭爆發後，出於安全考慮，國民政府廣東當局列屬於“中

立”地區的澳門為學校疏散區。因此，廣東地區的一批學校及教師陸

續遷至澳門，從而為澳門本地教育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注入了新

的動力。據統計，在“七七事變”後，約30多間中學、中專院校自內

地遷至澳門，包括總理故鄉紀念中學（1937年）、嶺南中學（1937
年）、培正中學（1938年）、執信中學（1938年）、中德中學（1938
年）、培英中學（1938年）、潔芳女子中學（1938年）、廣州大學附

中（1938年）、知用中學（1939年）、中山聯合中學（1939年）、南

海聯合中學（1939年）與省臨中學（1939年）等。其中，不乏像嶺南

中學、培正中學等名校。遷移入澳的學校，面向澳門本地及來澳青年

大量招生，使澳門學生人數快速增長。學生人數從8000人增至高峰時

的3萬餘人。

與此同時，面對大量的難民子弟，民間社團乃至於私人紛紛興辦

形式多樣的“難童義學”。 抗戰期間，中華教育會於各會員校內開辦

了20所難民學校，為6-12歲的難童提供免費教育課程。6 1939年2月，

私立中德中學在校內創辦難民學校，專門收容失學難童。7 1939年，

嘉諾撒修女會創辦了聖心女子英文書院專門收容從上海逃來避難的葡

僑女生，翌年，學生增至200人。8

另一方面，內地與香港的大批教育界人士或隨校入遷澳門，或避

難入澳，其中，不少為知名教育人士，如張瑞權、譚維漢、區茂泮、

廖奉靈、黃啟明、郭秉琦、劉年祐、沈芷芳、司徒優等，他們為澳門

6. “中華教育會”，《華僑報》，1939年3月5日。

7. 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五卷，第2587頁。　

8. 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五卷，第25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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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界帶來了先進的教學理念與方法，提升了澳門學校的教學品質與

管理水準。這些人雖然在抗戰勝利後，大多數隨校遷回內地，但是，

也有部份人就此留在澳門，繼續服務於澳門教育事業。此外，不同背

景、不同教學模式與不同教學語言的學校的並存，除了可以使澳門學

生有更多的選擇外，更重要的是，推動了澳門教育的多元發展，為現

今澳門多元化教育模式奠下基礎，影響可謂十分深遠。

與教育界情況相類同，戲劇界、美術界等文化領域內的一批藝術

家也在同一時期從鄰近地區來到澳門避難。其中，美術界有著名畫家

高劍父、鄧芬、張谷維、沈仲強、鮑少游、羅寶珊、方人定等，戲劇

界的粵劇名伶任劍輝、紅線女等亦於同一時期於澳門居住。尤為難得

的是，這些藝術名人來到澳門後，並非隱居起來，而是積極參與澳門

當地的藝術活動，包括慈善籌款表演及展覽活動。例如，避居澳門普

濟禪院妙香堂的高劍父及其弟子司徒奇、關山月等在澳門續辦春睡畫

院，吸收會員，研習畫藝，並多次在澳門 舉辦畫展，包括1944年由

高劍父親任主席的“籌募同善堂難童餐經費書畫展覽會”等。再如，

1943年初，在平安戲院，由薛覺先、任劍輝、趙蘭芳等主演粵劇《雷

雨》。可以說，這些居於澳門的藝術家及其活動從多方面對本地社會

產生影響。他們不僅為澳門帶來了高水準的藝術作品，更重要的是，

為澳門培養了一批藝術人才，推動及影響了澳門的繪畫、戲劇藝術的

長遠發展。

可見，在“二戰”時期，作為“中立”區的澳門，其文教事業反

而“因禍得福”，由於周邊地區的名校遷入及文教界名流的避居而獲

得發展機會，文教精英人才彙聚澳門，推動澳門文教事業出現繁榮景

象。即使是戰爭結束後，仍然有不少人才留在澳門繼續從事文化教育

工作，例如，陳道根先生被聖若瑟中學聘為教務主任，朱伯英、林範

三分別被聖羅撒女中聘為校長與教務主任。 9 畫家司徒奇則留在嶺南中

學從事美術教育工作。可以說，因戰時而彙聚澳門的這批文教英才改

變的不僅僅是戰前澳門文教落後的狀況，更重要的是，為日後澳門文

教事業奠定了發展之基。

9. 劉羨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澳門教育”，《澳門中華教育會成立七十五周年會

慶教育徵文選》，澳門，澳門中華教育會，1995年，第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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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對外關係：平衡與自保

20世紀上半葉是國際風雲變幻的年代，在世界範圍內，國際政治

力量激蕩爭鋒，逐漸形成法西斯與反法西斯兩個同盟、兩個陣線之間

的對立與戰爭，並以不同方式影響到全球幾乎所有的國家與地區。然

而，澳門作為葡萄牙殖民地的政治地位，因其宗主國葡萄牙宣佈“中

立”地位而奉行在戰爭中不站邊的政策。然而，即使如此，作為澳門

管治者的澳葡政府若要從“中立”政策中收穫最符合其利益的結果，

就仍然需要應對內外部不同政治勢力，及其所牽涉的錯綜複雜關係。

其中，最為重要的是三國四方關係，即中國、葡萄牙、日本，以及港

英當局。

澳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雖然1887年通過《中葡和好通商條

約》，葡萄牙取得了對澳門的全面管治權，但是，澳門與中國的歷史

及地理聯繫卻並不是一個條約所能夠徹底割斷的，事實上，澳門的生

存無不仰賴於中國大陸。與此同時，中國每一次政局變化也無不牽動

著澳門。因此，澳葡政府把處理與中國政府（通過葡萄牙中央政府）

及廣東當局的關係擺在其對外關係的首要位置。

然而，20世紀上半葉是中國政局變幻莫測的時代。1911年，孫

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統治，建立起中華民國。此後，軍

閥混戰導致政府幾經更迭。至1927年，國民政府正式定都南京，然

而，南京政府並未能夠統一全國，中共勢力崛起，工農武裝割據。到

1937年，更爆發中日戰爭，國共兩黨合作抗日，而國民黨內分裂出

的汪精衛在日本勢力的支持下卻另立偽國民政府。1945年，經8年艱

苦抗戰，中國終於迎來了對日戰爭的勝利曙光。然而，不幸的是，

國共兩黨分道揚鑣，內戰再起，經3年激戰，以國民黨政權垮臺而告

終。1949年，中共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也就是說，從1911

年至1949年，中國經歷了從帝制、共和，直到人民民主的多次政權

轉移與政府更迭。在此過程中，中國內部的主要政治力量都在澳門伸

展其影響，或以澳門為其政治活動及軍事鬥爭的籌劃與運作基地，或

者視澳門為其躲避政治追緝及組織物品資源供給的管道。因此，對於

澳葡政府來說，不可避免地需要在不同時期面對不同的中國政府，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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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又需要處理在澳門活動的中國內部不同政治力量，尤其是國民黨

與中共組織。前者多半納入了正式的外交關係之中，而後者則屬於非

正式的內部監控與治安管理。兩者都離不開恰當的政治平衡以及因時

而變策略。

在正式的外交關係層面，對於澳葡政府來說，在管治澳門上，其

取得的最大條約保障莫過於《中葡友好通商條約》的簽署了。儘管圍

繞著劃界問題，中葡雙方各派代表歷數次會談終無法達成協議而夭

折，然而，1928年，國民政府竟然同意與葡萄牙政府簽署《中葡友好

通商條約》，條約保留了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條約》對澳門地位的

規定，也就是說，澳門繼續由葡萄牙“永居管理”。對於澳葡政府來

說，在“廢除不平等條約”呼聲響徹中華大地的當時，不能說不是一

個“驚喜”。該條約為澳葡政府管治澳門提供了基本法律保障。

有了上述條約，加上葡萄牙與南京國民政府具正式外交關係，所

以，在中日戰爭爆發之前，澳門政府對於南京國民政府僑務等機構以

及中國國民黨在澳門的存在及活動，持承認及謹慎態度。而隨著中日

戰爭的爆發，澳葡政府的態度開始出現微妙的變化。

儘管早在中日全面戰爭之前，澳葡政府管治下的澳門已跟隨葡萄

牙中央政府宣佈的戰爭“中立”政策而取得“中立”地位，然而，

可以肯定的是，澳葡政府執行所謂的“中立”政策並非是始終如一

的，而是因時而變的。在中日戰爭初期，澳葡政府尚且能夠保持“中

立”，甚至可以說，是偏向中國的。而隨著日軍南侵，尤其是廣州淪

陷後，日軍逼近澳門，至1941年底香港淪陷，澳葡政府在日軍的直接

威逼之下，出於自保及免於澳門被日軍佔領的考慮，非不能真正執行

所謂的“中立”政策，甚至還與日本簽署秘密條約，允許日本在澳門

設立領事館，並應日本要求，嚴厲限制與打擊澳門境內的抗日救亡活

動，而汪偽漢奸的行徑卻得到縱容與庇護。不過，隨著1945年世界反

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轉折，澳葡政府的態度再次改變，至抗戰勝利，重

新恢復了對國民政府及國民黨的友好姿態。國民政府的外交、僑務機

構可以在澳門存在，並得到保護；國民黨組織可以公開在澳門活動，

並不受干涉。澳葡政府甚至對國民政府及廣東當局懲處漢奸的行動予

以配合，千方百計化解抗戰勝利後中國內地出現的收回澳門之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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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待中共在澳門的存在，澳葡政府同樣是因時而變的。由於宗主

國葡萄牙在薩拉查（António Oliveira Salazar）獨裁統治時通過的“政

治憲法”（1933年）要求葡萄牙公民抵制共產主義思潮，澳葡政府專

門頒佈法令要求公務人員在就職前進行“反共”宣誓，因此，對中國

共產黨在澳門的活動，澳葡政府始終保持高度警惕，儘管他們知道中

共在澳門的活動並非以推翻澳葡統治為目標，但是，仍然沒有放鬆對

中共組織的監視，也不允許中共組織公開合法在澳門活動。所以，雖

然中共自1920年代後期就一直在澳門從事組織發展、民眾動員等活

動，卻始終以秘密形式存在。然而，隨著國共戰爭中共產黨取勝的形

勢逐漸明朗化，澳葡政府對待中共的態度開始發生變化，即使是1949
年10月中共組織在澳門懸掛五星紅旗及召開慶祝大會的活動，澳葡當

局也未予干涉，相反，還開始尋求與中共組織的合作，為與新中國展

開交往作準備。

至於澳葡政府與港英政府的關係方面，由於澳門與香港兩地作為

殖民地的政治地位是相同的，且地緣相近，兩地交往密切。因此，作

為管治者，澳葡當局與港英當局之間既有合作，也有競爭。在處理與

中國當局的關係時，往往相互支持；而涉及兩地具體利益問題時，則

時有競爭。在兩地殖民政府主導下，澳門與香港關係始終在合作與競

爭中蹣跚前行。

縱觀1912年至1949年之間澳葡政府的對外關係，儘管搖擺反復，然

而，基調卻是一致的，即在保存葡萄牙在澳門的利益存在之前提下因時

而變。與中國政府的聯繫與交往，以不失去澳門管治權為底限。對日本

的關係，以保證日軍不入侵澳門、維持澳葡對澳門管治為目的來執行其

所謂的“中立”政策。至於對待在澳門活動的各種政治勢力，只要不是

以推翻澳葡管治為目的，就儘量保持克制與平衡，並因應不同時期各種

政治勢力背後的政治靠山之間力量消長而作出適當調整。可見，澳葡政

府所採取的“隨風倒”策略完全出於“自保”目的。

六、結語

從政府管治到對外關係，從經濟民生到文化教育，回顧20世紀上

半葉澳門的歷史進程，可以說，每一個細節都映射了當時世界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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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雲變幻的時代特徵以及革命與戰爭的時代主題，雖然澳門沒有經歷

二戰炮火的洗禮，卻仍然能夠從難民的無助與哀嚎中，感受到澳門之

外反法西斯力量與法西斯勢力之間的艱苦鏖戰，從澳葡政府執行“中

立”政策的微妙變化中，探悉戰爭的未來走向。

20世紀上半葉的澳門史通常被看作為葡國殖民管治澳門的一個歷

史片段。然而，無論如何，其時的澳門卻與世界一起見證了人類所經

歷的屬於那個歷史段落所特有的戰爭與苦難、革命與夢想。對於澳門

來說，那是一個風雲變幻的時代，一個挑戰與機遇並存的時代，也是

澳門歷史的發展與轉折時代。


